
总３０７期　第７期
　２　０　１　５年７月

　　　　　　　　　　
贵州社会科学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Ｖｏｌ．３０７，Ｎｏ．７　
Ｊｕｌｙ．２　０　１　５


　

　　作者简介：罗贤贵，贵州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农村社会学。

少数民族人口流动与村落变迁
———以贵州９个少数民族村落为典型

罗贤贵

（贵州民族大学，贵州　贵阳　５５００２５）

摘　要：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城市化建设加快，在“土地倒逼机制”与城乡收入差距的推拉作用下，越
来越多的少数民族人口流入城市地区从事第二、三产业劳动。他们所获经济收入不仅为摆脱贫困、提升家庭
成员物质生活水平和社会福利提供了基础保障，而且在与城市文明和其他民族群体交流互动中，其价值观念
和行为方式等发生了变化。同时，民族村落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向外流动，导致民族村落自身人力资源匮乏。
在劳动力紧缺和经济收入增加双重因素推动下，人们开始转变生产生活方式，少数民族村落在传统农业生
产、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等方面发生了较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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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意识及研究方法

（一）问题意识
村落作为中国社会构成的基本单位之一，其研究

自引进到中国便受到加倍关注，费孝通、吴文藻等老
一辈社会学人通过对中国村落的研究开启了学者们

着力于农村社区研究的热诚，村落作为政治、经济以
及文化发展的载体，“村落变迁”反映出农村社会政
治、经济、文化等的变化，近年来学界有不少学者致力
于村落变迁研究，并取得丰硕成果。归纳起来集中在
几个方面：一是围绕我国改革开放后的乡镇企业发
展、城市工业发展以及城市化发展主题展开的“城市
化发展与村落变迁研究”（桂华，２０１１）；二是以城乡结
合部即“城中村”、“城郊村”为研究对象，从农民身份、
职业转变以及社区管理等方面进行的“村落变迁研
究”，其中以李培林教授提出的“村庄的终结”假设为
典型（李培林，２００４年）；三是以经济发展、企业入驻改
变村落结构，促使村落变迁为视角开展的实证研究
（张红，２０１１年第４期）；四是其他一些学者以少数民
族传统文化、民族体育等非物质为研究对象开展的纵

向实证研究（吴忠军 吴少峰，２０１３；阿思根 赵晓辉 张
丽红，２０１０）。从这些已有研究可以看出，目前学界在
对农村变迁研究方面主要是从国家政策、市场因素以
及科学技术等较为宏观方面来分析和阐释村落变迁，
以人口流动作为动力机制探讨村落变迁的研究较为

少见，特别是以人口流动与少数民族村落变迁之间的
关系展开的研究，目前关注的人比较少。但事实上，

近几年，随着我国城市化建设对劳动力需求的不断加
大，少数民族村落人口在贫困、土地倒逼等因素推动
下向外流动已成为一种常态，大量民族精英群体流
出，给少数民族村落带来了什么变化，特别是在村落
农业生产、风俗文化以及生活方式等方面，与传统少
数民族生产生活方式相比是否发生了变迁？带着这

一问题，笔者通过对贵州省９个少数民族村落进行实
地调研，重点从少数民族村落人口流动作为观察视
角，来探寻民族村落在大量民族精英流出情况下，在
农业生产、风俗习惯以及生活方式上发生的变迁。

（二）研究方法
研究主要采取文献法、问卷调查法和深度访谈

法。问卷调查采取立意抽样，选取了贵州黎平县大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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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黎平县地青村、荔波县瑶埃村、织金县白老脚村、
威宁县交河村、威宁县雄跨村、务川县田村村、天柱县
老海村、沿河县石泉村等世居少数民族较为集中的９
个村落，抽取１１０户流动人口家庭和２０位少数民族居
民作为调研对象，进行问卷调查和深入访谈。调查共
发放社区问卷９份，家庭调查问卷１２０份，深度访谈

２０人，其中有效回收社区问卷９份，回收率１００％，有
效回收家庭问卷１１０份，有效回收率为９１．６％①。

二、村落基本情况

贵州是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少数民族交汇的大

走廊，现有４０多个民族，有１７个世居少数民族，民族
村落大多位于远离城市的偏远山区，交通、信息封闭，
公共基础设施落后，９样本民族村落中村民居住于山
区的占到了５５．６％，深山占３３．３％，丘陵和山区占

１１．１％；村落交通设施较差，４４．４％仍是土路，１１．１％
简单用石子铺设了道路；９个民族村落公共教育资源
匮乏，基本没有设置学前教育机构，３个村即交河村、

老海村、雄跨村没有小学，所有村都没有中学；医疗卫
生事业发展滞后，部分村落还没有村卫生室，所有村
落都没有专业医疗人员。为了摆脱贫困，提高家庭成
员物质生活水平和福利，民族村落大量青壮年劳力选
择进城务工。调查显示９个民族村共有人口１５５４９
人，少数民族人口１２９５０人，在外务工人员４３９２人，
其中 男 性 ２５１６ 人，占 ６２．２５％，女 性 １８７６ 人，占

３７．７５％；流动人口中“已婚”人员是主流群体，占总数
的６４．０８％，“未婚”３４．７３％（其中“未婚”男性占

２６．９５％，“未婚”女性９．５８％）；流动人员年龄主要集
中在１８－４９岁，说明青壮年劳动力是向外流动的主
要群体，占９０％以上（见表１）。随着大量民族村落青
壮年劳动力向外流动，流动家庭经济收入得到了较大
提高，调查显示２０１２年９村落经济总收入４２８８．８３千
元，其中劳务输出收入２９２９．８千元，占到总收入的

６８．３１％，农业收入为３４０．６９千元，只占到总收入的

７．９４％，其中大寨村劳务输出带来的经济收入占总收
入比例高达９３．１％（见表２、３）。

表１　２０１２年民族村落流动成员与留守成员年龄统计（％）

６０以上 ５０—５９　 ４０—４９　 ３０—３９岁 １８—２９岁 １８以下
留守（Ｎ＝１７０） １２．３５　 ２７．０６　 ３１．７６　 １１．７６　 １５．２９　 １．７６
流动（Ｎ＝１６７） ０　 １．８　 ２０．３６　 ２９．３４　 ４１．９２　 ６．５９

表２　２０１２年调查样本村农业收入与务工收入（千元）

总收入
农业

总收入

农业人

均收入

农业收入

所占比例

打工总

收入

打工人

均收入

打工收入

所占比列

石泉村 ８５６．６２　 ９７．５５　 ５．７４　 １１．３９％ ５８２　 ２５．３　 ６７．９４％
雄跨村 ４３９．９　 ３７．５　 ３．１３　 ８．５２％ ３４５　 １５　 ７８．４２％
老海村 ５８６．４　 ２４．４　 ０．７４　 ４．１６％ ２３３．６　 １５．５７　 ３９．８４％
交河村 ３５９．３　 ３１．９　 １．２８　 ８．８９％ １６４　 １３．６７　 ４５．６４％
瑶埃村 ２０８．３　 ３８．５　 １．８３　 １８．４８％ １３４．２　 ８．９５　 ６４．４２％
田村村 ６１７．４９　 ３３．５４　 ２．２２　 ５．４３％ ５４４　 ３４　 ８８．０９％
白老脚村 ４９５．７１　 ３３．２９　 ２．２３　 ６．７２％ ３０２　 １６．７８　 ６０．９２％
地青村 ３４７．０５　 ２９．９５　 １．６６　 ８．６３％ ２７３　 １６．０６　 ７８．６６％
大寨村 ３７８．０６　 １４．０６　 ０．８８　 ３．７２％ ３５２　 １２．５７　 ９３．１％

表３　２０１２年民族地区外出务工家庭收入（千元）

收入 １５以下 １５—３５　 ３５—５５　 ５５—７５　 ７５—９５　 ９５—１１５　 １１５以上
打工（Ｎ＝９７） ２３．７１　 ４７．４２　 １７．５３　 ７．２２　 ３．０９　 ０　 １．０３
农业（Ｎ＝８８） ９５．４５　 ４．５５　 ０　 ０　 ０　 ０　 ０
畜牧养殖（Ｎ＝５７） ９２．９８　 ５．２６　 １．７５　 ０　 ０　 ０　 ０
人情（Ｎ＝２０） ７０　 ２０　 １０　 ０　 ０　 ０　 ０
政府福利（Ｎ＝２９）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子女供养收入（Ｎ＝７） ８５．７１　 １４．２９　 ０　 ０　 ０　 ０　 ０
土地出租（Ｎ＝１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投资分红（Ｎ＝３） ６６．６６　 ３３．３３　 ０　 ０　 ０　 ０　 ０
他人赠送（Ｎ＝８）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其他（Ｎ＝２１） ５７．１４　 ２８．５７　 １４．２９　 ０　 ０　 ０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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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文章中如无特殊说明，所有数据均来自本次调查统计。



三、流动与变迁

在我国少数民族历史发展过程中，因战争、政治、
经济等因素，居住在贵州的少数民族大多经历从北到
南远距离、长时间的流动与迁移，最后逐渐在贵州各
地形成了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稳定居住形式，流动
与迁移的生活方式逐渐被稳定而封闭或半封闭生活

所取代。少数民族群体大多居住在山区、高寒山区或
深山区，地理环境特殊，可耕地资源有限，交通、通讯、
医疗卫生、教育等条件有限，与外界交往困难，商品经
济落后，主要以从事农业生产满足自给自足的生活。
正如何明在研究中指出：从总体上看，２０世纪５０年
代前的少数民族社区与汉族农村社区相比，除个别民
族外，社会的封闭性更为突出，社会关系具有强烈的
血缘性、亲缘性、族缘性和地缘性特征即机械联系，族
缘和地缘交错而成的空间基本划定了其社会交往的

边界［１］。但随着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户籍制度改革，以及
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城市化建设对劳动力需求的不断

加大，少数民族地区有限的土地资源和滞后的农村经
济无法实现少数民族人口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
他们开始大量涌入城市地区从事非农业劳动。这些
流向城市地区的少数民族群体，大多是接受过现代教
育，懂汉语，有一定非农业劳动技能，是少数民族村落
生产劳动的主力和家庭生活的核心，是地方民族精英
和传统农业与现代技术的掌握者，同时也是民族民间
文化传承人与表演者，在民族村落肩负着十分重要的
角色和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些群体大量外流，在与其
他城市现代文明碰撞中，在获取非农经济收入的同
时，其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也渐渐发生改变，这些观
念和行为必然会反射到少数民族村落，给民族村落在
传统农业生产、风俗习惯以及生活方式等方面带来较
大改变。

（一）农业生产变迁
一般认为，《中国土地法大纲》的颁布意味着我国

现代农村社会改革的开端，中国的农村在真正意义上
彻底推翻了原有封建主义的土地制度，开始实现了
“耕者有其田”，使中国的农村政治、经济和社会都发
生了巨大的变化［２］。居住在贵州的各民族，虽然在先
后经历的“改土归流”、土改运动、农业合作化等活动
中获得了一定土地耕种，但真正实现“耕者有其田”是
直到１９８２年底，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包干到户责任制，
重新调动了广大少数民族同胞们的生产积极性，农业
生产得以恢复和发展，是少数民族农业生产在建国以
来一次重大飞跃，从此少数民族地区的人们开始了他
们的传统农耕生产种植活动，过着与外界相对隔绝的
封闭或半封闭生产劳动方式。直到２０世纪末２１世纪
初，在城乡收入差距和土地倒逼模式等多重因素推拉
下，民族村落中的人们为了摆脱贫困，大量青壮年劳

动力纷纷走出山区，流入城市从事非农业生产劳动，
导致民族村落大量劳动力人口流失，留下“老弱病残
妇儿”从事农业生产活动，这些弱势群体不得不改变
传统生产方式以适应劳动力缺失带来的生产劳动问

题，从而引起了民族村落传统农业生产方式改变。

１．农业生产
少数民族村落大多依山傍水而居，各民族在农业

种植过程和农具使用上经过先民多次改革创新，流传
至今，各民族在农业生产技术和农具使用上虽存在一
定差异，但总体来看，民族村落传统农业种植大致都
要经历“耕———种———肥———收”的基本过程，且这些
过程中每个环节都有十分复杂的工序。如以粘稻和
糯稻为主的布依族在农业种植过程中会把耕、种、肥、
收每个环节做得十分细致。耕：秋收后，部分田要放
水进去用牛耕犁翻，整个冬天让水泡着，到春天再次
牛耕翻犁翻耙才能下种或插秧。种：选种，要在稻谷
熟透未开割时，傍晚无露水并且日晒不烈时，到稻谷
长势最好的田选取好的谷穗，用摘刀去下，连同穗茎
一同捆成把，单独晾晒保存。肥：秧田需先施牛圈肥，
后施秧青（嫩草叶、艾蒿等）翻犁耙后播种，“晒秧”后
施人畜粪肥。收：稻谷泛黄，放干田水，三至七天后开
镰收割。整个农业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耕作工具除
铁制部分以外，其他工具全部是自制，主要有犁、耙、
翻镐、挖锄、板锄、薅锄、钉耙、摘刀、柴刀、斧头、木制
垯斗、竹编撮箕、竹编箩筐、麻袋、扁担、竹席。近年
来，随着少数民族村落中大量青壮年劳动力（特别是
男性劳动力）外出务工，家庭劳动力紧缺，农业生产已
经发生了较大变化。一是，传统牛耕和自制工具的使
用向现代机械化农用工具转变，以柴油（汽油）为动力
的犁田机、打谷机等小型农机用具开始取代传统的耕
牛、垯斗等，大部分家庭已经不再饲养耕牛；二是耕作
程序简化，秋后耕翻、泡水、晒秧、施农家肥等传统生
产环节被现代科技的除草剂、化肥等取代，传统生产
过程正逐渐在消失；三是种子、农具等越来越依赖商
品市场，产量高的杂交种子，方便好使的现代农具直
接从市场上购买，不再是自己制作；四是种植面积有
所减少，种植从一年四季种植变化为只种春季主粮，
油菜、小麦、大豆等辅助作物较少种植。这种变化首
先是与民族村落中现存人员结构有很大关系。大量
劳动力流出后，村落中基本是以老、弱、病、残为主的
弱势群体，他们无法进行繁重的农业生产劳动，只能
采取结构单一、操作简单的“毛种”方式（土地不用耕、
翻，直接将种子或种苗种在未经任何处理的土地里，
任其自然生长）；其次是由于大量劳动力流出，家庭劳
动力成员减少，无人看管耕牛、家禽等，导致大多数家
庭不再饲养耕牛，家禽养殖数量减少，农家肥也减少；
第三是家庭成员外出务工所提供的非农收入，增加了
家庭经济收入，为购买农机用具、科技化肥、种子等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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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了资金保障。

２．职业身份
有学者研究认为 ：目前在一个打工经济成为其主

要经济来源 ，打工成为村民主要职业的传统村落里 ，
职业和观念的转变必然引发传统村落 “终结”的漫长
过程 ，而这种 “终结”则结束于村落传统和村落关系
网络的瓦解［３］。一方面，少数民族人口流动，推动了
少数民族人口职业结构转变，世代以农业为生的农民
在流入第二、三产业，被城市人冠以 “农民工”称谓身
份的同时，从实际情况来看，他们其实也包含了技术
人员、工人、商人、服务人员等多类型职业。调查显
示：外出务工前后参加职业技术培训方面，前往城市
地区务工的少数民族职业技能得到很大提高，从务工
前参加培训的４．９％提高到了外出务工后的８．８２％ ，
针对农村进行主要针对农业种植方面技术而言，到城
市以后其职业技能培训种类增加（见表４），实用性与
市场需求较好，给少数民族人口长期在城市就业提供

了技术支持。同时９个村调查数据还显示：在外流动
人员在建筑类行业或相关企业从事体力劳动者占

５９．８０％，在个体户服务的１９．６１％，在小作坊中从事
生产、加工操作人员占１３．７３％，和传统少数民族农民
相比身份已经发生较大的变化。另一方面，少数民族
人口流动过程中与其他非本民族成员进行交流互动，
原本以自然村落血缘关系和家庭关系为繁衍基因，反
映村落群体人文意识的社会文化观念也逐渐发生变

化。部分返乡人员，因各种原因不再外出务工，便开
始在村落从事专业农耕服务，专门为那些劳动力缺乏
家庭提供耕地、播种、收割等一系列劳动服务，进而形
成了“劳动工具＋劳动力出租＝收取工钱”的现代农
业经营服务模式。与此同时，部分留守妇女开始组建
农村家政服务队，为村落提供各种“餐具＋厨师＋服
务员”的“酒席需求”服务。这些服务工作不仅改变了
传统少数民族村落单一的农业职业模式，更为向城乡
一体化迈进提供了前提条件。

表４　劳务输出前后职业技能培训情况（％）

外出前是否参加过培训（Ｎ＝１０２）

是 ４．９
否 ９５．１

外出后是否参加过培训（Ｎ＝１０２）

是 ８．８２
否 ９１．１８
培训技术内容 培训性质 培训时间

电子手机类 ２０ 所在单位组织 ６６．６７　 １个月以下 １１．１１
焊接 ２０
纺织 ２０
洗烫衣服 ２０

自己花钱学 ３３．３３

一个月 ４４．４４

一个月以上 ４４．４５

（二）风俗习惯变化
罗吉斯，埃弗里特等曾在《乡村社会变迁》一书中

指出：社会变迁是社会系统结构和功能的更替过程，
其内涵极为丰富 ，不仅包括经济发展，而且包括社会
结构、行为方式 、价值观念和制度规范等多个方面的
变革。社会变迁的发生单位可以是社会系统层次 ，也
可以是个体微观层次［４］，大量青壮年劳动力人口流动
流向城市，在人口流出带来经济收入增加的同时，村
落传统生活方式已在悄然发生变化。一方面因村落
大量青壮年劳动力流出而导致内部人口结构发生了

较大变化，传统村落中完整的人口结构出现了年龄结
构、性别结构等的失衡；另一方面，非农经济收入促进
家庭经济收入增加，为家庭物质生活条件改变提供了
经济保障；第三，由于留守在村落中的大多是妇幼老
弱群体，乡村生活变得不完整，民族精英群体承载的
缺乏，而导致传统文化与生活方式出现断裂、失传、瓦
解的趋势。

１．居住建筑
居住环境和居住条件不仅是一个民族传统文化

在物质文化方面的重要反映，同时也是一个民族物质
文化生活水平的重要体现，随着人口流动带来的经济
收入增加，以及社会经济总体发展水平和各民族生产
能力的不断提高，少数民族村落的居住方式正在发生
变迁。对９个民族村落史料查阅和深度访谈证实，定
居于各民族村落的居民在传统建筑结构上大多采取

就地取材，以竹、木材、石头、茅草等作为建造房屋的
主要材料，再依据各民族风俗文化、居住地理环境等
因素，建造出各民族格局风格的房屋。如苗族的住房
建筑大多用木头、石板或土墙草房等，住房多位于山
脚、山腰修建“吊脚楼或半吊脚楼”；布依族主要采取
竹木结构的“干栏式”住宅建筑；侗族大多依山傍水，
蓄有古树做“风水树”，以木材为材料的“干阑”楼房，
村四周布鱼塘。但如今，少数民族村落中居民住房结
构与传统相比已经开始发生了较大变化，越来越多的
现代化小洋楼正在取代传统民族风情建筑，居民如有
新建房屋，主要是以新修混凝土小楼为主，传统竹木
住式住宅基本不再新建。在访谈中提到新建房屋风
格时，一位正在修建新房的村民描述道：“现在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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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修老式房了，新楼好看又气派，和城里人住的一
样。”调查数据显示，仅在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年９个村在外出
务工家庭把经济收入主要投入到建设新楼中的占到

了１７．５％（如图表１），且２１．５７％的家庭把务工收入
存入银行，打算在未来几年内修建新楼。①

图表１

　　２．习俗
村落文化是指以自然村落的血缘关系和家庭关

系为繁衍基础而产生的能够反映村落群体人文意识

的一种社会文化。村落文化是基于土地而诞生的，属
于农业文化的一种，村落文化反映了村民的生活方式
和价值观念，村落是 “道义的权威中心”，在一定程度
上规定着人们的生活和行为。习俗和生活方式是展
现少数民族村落文化的最佳方式和载体，同时也是区
分和鉴定不同民族之间差别的重要依据。不同民族因
服饰、饮食、婚姻、丧葬、节日宗教等方面独具特色，习
俗和生活方式存在较大差异。随着民族村落向外流
动人员不断增加，传统习俗文化已经开始发生变迁，
且一些传统习俗、节日庆典活动以及生活方式正在消
失。如苗族的姊妹节、爬坡节、种棉节、吃新节等，因
大量劳动力流出，这些节日基本已经不再举行，即使
有些村落仍在举行，但形式较为简单，内容和重视程
度已远不如以前，参加人数很少，基本是年长的老人
和年幼的小孩；如布依族男女以对歌结识的婚恋关
系———“榔绍榔貌”，婚酒期间新娘新郎不同宿等已经
消失。现在布依族村落中的青年男女，他们在进入城
市地区打工后，受现代城市文化的熏陶和影响，以及
在与其他民族群体交流互动过程中受到同化，传统婚
恋观念和生活方式已经发生了变化。大多数外出务
工青年男女认识后，一旦确定恋爱关系，如在同一个
城市工作，他们便过上同居生活。调查中发现，不仅
是在布依族中外出青年男女有同居行为，其他民族在
外务工青年男女也较为普遍。访谈中一位苗族年长
老人说道：“现在的年轻人啊，变了，没有结婚就住在
一起，小孩都有了才回来办酒也无所谓”；再比如侗族

合唱的大歌，以及伴奏的琵琶、牛腿琴、侗笛、芦笙、芒
筒、木叶等大部分年轻一代都不会使用，更不会制作，
仅成为年长老人的美好回忆。

３．生活方式
少数民族村落大量劳动力流动不仅是传统文化

和风俗习惯发生了较大变迁，同时因外出务工所带来
的非农业劳动经济收入，给民族村落家庭成员物质生
活条件改善上提供了保障，封闭的自给自足式生活已
逐渐走向市场化，家庭物质生活条件和子女教育得到
较大改善。从９个村落调查资料显示，民族村落家庭
成员非农经济收入中主要用于改善家庭成员生活条

件，３４．６％的家庭修建了独立卫生间，１０．９％的家庭
安装了电热水器，８９．１％的家庭已经使用上了电话，

５０％以上家庭使用上了电视、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
器等。同时，子女教育随着外出务工所带来经济收入
及价值观的改变也发生了变化，当前子女教育开支已
经占据了外出务工家庭经济收入的绝大部分，其比例
高达５６．８４％，其中用于子女当前教育费用的占

３５．２７％，用于子女将来教育打算的占２１．５７％，这既
体现了少数民族家庭对子女教育观念的转变，同时更
重要的是体现了经济条件的改善。

四、结束语

从社会发展来看，民族村落变迁是发展的必然趋
势，民族村落大量劳动力人口向外流动助推了村落变
迁速度，特别是农业生产、少数民族习俗文化以及居
民生活方式的变迁，为推动村落实整体变迁提供了可
能，但是，值得关注的是，少数民族村落大量劳动力向
外流动在带来的经济收入增加的同时，也使民族村落
在社会结构完整、传统文化传承以及社会经济发展等
方面面临新的挑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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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新楼指在９个民族村中，村民新修建的现代混凝土结构平房，一般有１－３层，多数家庭以修建２层为主。


